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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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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建 平

　　摘　要：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约５５００—４０００
年间。中国古代国家经历 “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 “古国—

方国—帝国”或 “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
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
相当于前３５００年至前２５００年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经历约２０００多年
的社会复杂化历程，距今约５５００年步入邦国阶段。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
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

属地位的地区性国家，是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时间大致为前２５００—前２０００
年；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孕育
了三苗方国。“多元一体”的 “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则为王国文
明的一体。

关键词：早期国家　邦国　方国　王国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重要学术课题。新中国
成立以来，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所及的时空跨度扩大，年代、地区上许多空白得到填补。时
贤运用考古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历史理论乃至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研究早期国家，深度不断增
进，多有突破。然有关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诸问题的研究在学界尚远未达成共识。笔者曾
以湘西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为例，论述中国早期邦国文明的起源和产生，提出中国早
期文明经历了一个邦国文明阶段。① 在本文中，笔者进一步研究认为邦国是初始的早期国家，

之后的方国是典型的早期国家，方国晚期则为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准王国阶段。中国古代
国家的演进历程更准确的表述应为 “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个阶段，而不是 “古国—方
国—帝国”或 “邦国—王国—帝国”三部曲。② 邦国、方国为早期国家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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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中国早期国家时期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时段，学界众说纷纭，概而言之，有 “新石器时代晚期”说、“夏”及
“夏商周”说、“商”及 “商周”说、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商周说四种主要观点。中国新石器时
代晚期约为距今７０００—４０００年间。也有学者将晚期后段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能有意识地制造青
铜合金的阶段，单列为铜石并用时代，时间约为前３５００—前２０００年，① 笔者认为中国早期国家
时期就在此时。尽管西方学者早就提出 “早期国家”概念，② 有方家认识到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但在有关讨论中却鲜见结合考古材料的具体阐述，对其阶段性特征认
识不足。故笔者试图就此作进一步讨论。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以及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的进一步结合，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时
间也逐渐向前推移。林沄主张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 “邦”、 “国”就是早期国家，并以考古所
见自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的都鄙群这种聚落形态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组织形式。③ 苏秉琦提出：
“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全国六大区系大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的时代。”④ 王震中认
为：“中国的城邑最早出现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处于铜器冶炼铸造的初期，在中
国历史编年中大体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即夏王朝之前的颛顼尧舜禹时代。”⑤ 张忠培认为前

３２００年，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应属于文明时
代。⑥ 严文明也认为前３５００年前后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城址或中心聚落，象征着小国林
立。⑦ ２００９年，由科学技术部等主办的特展 《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通过一系列考古发
现和出土文物的实物证据，展示了约前３５００年至前２０００年早期中国的大致历程。

哈赞诺夫认为：“早期国家是指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是原始社会解体后的直接继
承者”，“它们代表一种不稳定的群体政体，保留着很多先前发展阶段的特征，社会结构是复杂
而不稳定的，有不同种类的从属关系，其中没有一种关系占据肯定或绝对的优势”。⑧ 克赖森认
为早期国家是处于最初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介于非国家组织和成熟国家之间的社会形式，

其先驱形式即酋邦或大人社会。他将早期国家分为初始的早期国家、典型的早期国家、过
渡形态的早期国家三个类型，且指出早期国家在中国大约发生于５０００年前。⑨ 科林·伦福
儒、保罗·巴恩指出早期国家保留了许多酋邦的特点，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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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形态。①

根据早期国家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往不少学者所主张的夏、商、周为早期国家说值

得商榷。夏、商、周尽管保留了一些早期国家的因素，但发展水平、文明程度总体上已处于成
熟国家阶段，显然不符合西方学者关于早期国家的概念。以夏为例，考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偃

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该遗址现存面积约３００万平方米，为公元前二千纪前半

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从考古发现可知其为一座经过缜密规划的大型王都。这里发现了最早的
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等。② 刘庆柱

把古代都城、城邑分为单城制、双城制、三城制三种类型，指出 “单城制的 ‘城’的出现与
‘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 ‘郭城’与 ‘宫城’的出现与 ‘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
的，三城制的 ‘郭城’、‘内城’、‘宫城’的出现与 ‘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并推断二里头

遗址的都城是郭城与宫城区明确分离的双城制。③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社会在距今约５５００—４０００年之间发生巨大变化。如长江中游地区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１００００多年前起步，文化谱系清晰，经历４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到距今约６３００
年始的大溪文化阶段，开始向国家演进的进程，到距今约５５００年始的油子岭文化时期，开始进
入早期国家阶段。长江下游地区、黄河流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均已进

入早期国家阶段。尽管此阶段的国家还具有原始性，既复杂又不稳定，各地区发展也不平衡，

但此期社会主体已是早期国家阶段。若还是依传统观点把夏作为奴隶制的早期国家，就很容易
走进一个误区。也就是说，如果不管夏之前各区域文化多么发达，都把其归到国家和文明史前，

对一些文明现象统统冠以 “文明的曙光”之名；或按西方人类学理论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

国家一概视为 “酋邦”，将会错误地估计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时间和发展水平。

笔者认为，学术界之所以对中国早期国家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认知与运用有偏颇。２０世纪后半段兴起的以美国学者塞维斯等为

代表的 “酋邦———国家”学说被国内外不少学者借鉴以研究中国国家起源形成问题，这对于完善此
前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学说，推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有学

者称夏以前的早期国家为酋邦，认为它可以对应于古代文献中 “天下万邦”的 “邦”，即 “族
邦”，并认为 “如果我们以夏代作为我国进入国家社会的开始的话，可以说酋邦社会阶段在我国

延续了几近两千年左右”。④ 也有学者认为，屈家岭文化古城是由多级城址构成的复杂体系，屈

家岭文化社会与 “酋邦社会”的诸多特征相似，可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典型代表。⑤ 另有不
少国内外学者运用酋邦理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主张夏或夏商周为早期国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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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酋邦不等于早期国家，“天下万邦”应是先哲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早期国家的

概指，尽管这些 “邦”可能既包括早期国家，也包括酋邦乃至原始部落，但此阶段的主流已是

早期国家。王青运用泰森多边形分析和遗址资源域分析等西方聚落考古及环境考古比较常用的

方法，对豫西北地区济源、焦作、新乡三地部分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作了分析

探讨，发现该地聚落的社会性质比酋邦性质更为发达。①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此时已是早期国家阶

段，酋邦在此前更早阶段。

第二，受文明形成因素理论的局限。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

认为文明时代 “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② 恩格斯发展了这种观点，指出正是 “由

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③ 柴尔

德则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④ 中国和日本学者后来提出应补充一个标准：冶金术的发明

和使用。因而，城市 （包括复杂的礼仪建筑）、文字、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被认为是文明形成的

标志。其中以夏鼐提出的 “都市、文字、青铜器”⑤ 三项标准最有代表性。夏鼐以此解读中国文

明的起源，的确有划时代意义，但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令人反思是否只有这三项因素或一

定三要素齐全才佐证文明的产生。当年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就曾提出只要具备有高墙围绕的

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因素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⑥ 有学者主张将玉器、漆器等

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还有学者主张将考古发现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物化形态 （如城市、

文字、礼仪建筑、冶金术、玉器、漆器）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物化因素，而将国家、阶级等上

层建筑范畴因素作为隐含在物化形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因素。⑦ 笔者认为文明起源在世界范围内各

有特点，在中国呈现出不平衡性、多样性，需具体分析研究。

第三，受 “内华夏外夷狄”传统观念影响。中原以外的考古发现，已逐步改变 “黄河文明”

一元论。费孝通系统提出并阐述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⑧ 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认

同。苏秉琦等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⑨ 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理论和社会学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在构

建国史的过程中遥相呼应。考古发现已充分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犹如 “满天星斗”，因此，除中原

地区外，我们还应到长江流域等地区寻找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源头。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偏差，也是导致对早期国家认识不一的原因。

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应该继续遵循唯物史观指导，同时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借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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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类学理论，以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中国特色的早期国家材料去不断完善以往的认识，这样
才能揭示中国国家起源和产生等有关问题的本来面貌。否则，在一些问题上就很难达成共识。

二、邦国：初始的早期国家

学界或以邦国概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国家，或认为邦国、方国通用。苏秉琦提出中国

古代国家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三部曲，即 “古国—方国—帝国”，认为 “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
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① 王震中则认为 “都邑·城市是文明社

会的概括，最早出现的文明，大多是都邑国家或城市国家式的文明”；并将古代国家发展修正为
“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② 苏先生的 “古国”及王先生的 “邦国”概念都是对夏以前早
期国家的泛指，早期国家被界定为一个阶段。笔者认为，早期国家可分为邦国、方国二个阶段。

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

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３５００年至前２５００年间。

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国就是从城邦开始的。如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小国以城邦国家面貌出现，

也许远在乌鲁克晚期 （前３２００年左右）就已存在。这种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其周围的

乡村 （村社）地区形成的统一政治经济共同体，由共同体自由地支配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类
似自由独立的国家。尼罗河两岸也可能存在过这种小国。印度河流域的城邦文化至迟在公元前

三四千年代产生。③ 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是否也是从城邦开始？答案是肯定的。

日知指出：“最早发生的国家是小邦小国，这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管东方西方都一
样。”“作为国家，城邦是最早的国家形式。因之，国家的起源问题，必须而且只能从城邦时代

说起。”并认为：“几乎所有最早出现文明和国家的地区都留下城邦时代城邦联盟的证据。中国

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毫不例外也是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开始的，也是从小国寡民的政治单位
开始的”。④ 顾准也曾指出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乡村地区构成的国家。⑤

从考查 “国”的词义中，可知 “国”最早作都城、城邑讲。甲骨文的 “或”即 “国”。“或”

从 “戈”从 “口”，戈是武器，亦是军队；口为四方疆土，亦象城。 “国”本身近于城墙之形，

孙海波释 “或”谓 “国象城形，以戈守之，国之义也，古国皆训城”；徐中舒等认为 “按孙说可

从”。⑥ 在金文中 “或”可做邦国或作疆界解，如 《毛公鼎》铭文： “康能四或”、 “廼唯是丧我

或”。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 “国家”、“万邦”或 “万国”的记载，如 《尚书·立政》 “其惟
吉士，用劢相我国家”；《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左传》哀公七年 “禹合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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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斶闻古大禹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

千。……当今之世南面而称寡者乃二十四”；《荀子·富国》“古有万国，今无十数焉”；《吕氏春

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其中既有邦国，也包括方国、酋邦等。

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澧阳平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就可清晰勾勒出作为初始的早期国家———

邦国的产生和发展。其位于湘西北，为江湖冲积平原；南、北、西三面环山，东临洞庭湖西北

岸，呈喇叭形扇形带，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澧水从其南部台地流过，东西长约１００多公里，

南北最宽约５０多公里，面积约３０００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人类较早在此繁

衍生息。该地目前已发现史前遗址近４００处。①

人类早期文明几乎都产生于自然生态优越的地区。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地理环境不但对于

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所谓开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② 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

关系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致力的重要课题之一。③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湖南

地区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中、日学者通过对城头山遗址出土花粉、寄生虫、昆虫、硅

藻类微化石、动物骨骼、人骨ＤＮＡ等的取样分析和遗物的放射性碳素精确测定，认为当时此地

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亚热带湿润地区。④ 优越的生态环境是澧阳平原稻作农业的基础，而稻作

农业又是该地先民从游群发展到定居部落和逐步产生复杂社会的物质基础。

澧阳平原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阶段演进有序，过渡期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前

１４０００—前８０００年。郭伟民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资料及碳十四测定数据等材料，综合研究构建了

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大致年代框架。⑤

笔者认为澧阳平原油子岭、屈家岭文化时期曾存在一个以城头山古城 （中后期为鸡叫城）

为中心的邦国。城头山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中心腹地，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城址。⑥ 鉴于该城址

的典型性及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试以其为例分析邦国的产生及其主要特征。

当今关于人类社会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主要有四种著名理论：摩尔根的 “蒙昧时代、野蛮

时代、文明时代”说；恩格斯的 “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说；弗里德的 “平

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国家社会”说；塞维斯的 “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说。⑦ 酋

邦理论是对摩尔根学说的发展，被证明具有较强说服力。而恩格斯理论也是发展了摩尔根学说。

酋邦理论可以用于丰富恩格斯的论述。近三十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基本上揭示了澧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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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文明化进程，可以发现其社会进程与酋邦理论比较接近：

第一，游群阶段 （距今约５０万—１万余年）。据袁家荣研究，迄今所见湖南最早的旧石器时

代地点即在地处该地的津市虎爪山，距今５０万年甚至年代更为久远。①

第二，部落阶段 （距今约１万余年—７０００年）。竹马遗址人工堆筑的土台上清理出一座１万

多年前面积达２４平方米的椭圆形建筑，据研究为定居的房屋台式房基。② 距今１万—７８００年的

彭头山文化时期，已从散点式定居点进一步发展为环壕部落阶段。迄今所见１６处该期的聚落遗

址中，以位于中部的彭头山遗址和东北部的八十垱遗址最有代表性。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不

仅功能齐全，而且具备定居性农业聚落的一般规模及特征。湖南地区是稻作农业起源较早的地

区。道县玉蟾岩发现了数枚距今１２０００年以上的人工栽培稻标本。③ 彭头山遗址发现大约８０００
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实物，八十垱遗址发现９８００余粒古栽培稻的稻谷和稻米实物及大量古植物遗

存。④ 丰富的栽培稻遗存的发现说明稻作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恩格斯曾指出：“农业是整

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⑤ 原始农业的发展以及后来至成熟阶段产生的多种农业经

济结构的形成是文明和国家起源和形成的基础。由于农业的发展，澧阳平原在长江中游地区率

先出现定居聚落。

高庙文化位于沅水中上游河谷地带，距今约７８００—６８００年。除发现大型祭祀场所、居住遗

迹外，装饰白陶是最重要的发现。在罐类器的颈、肩部，钵、盘和簋形器的上腹部，通常饰有

由戳印篦点纹组成的各种图像，贺刚称之为 “艺术神器”，并认为该遗址已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

中心。⑥ 高庙文化时期已有一些酋邦的迹象。

第三，酋邦阶段 （距今约７０００—５５００年）。西方学者认为酋邦模式拥有２—３级决策聚落等

级，一般面积１４００平方公里；简单酋邦聚落等级层次为２，管理等级层次为１，数千人；复杂酋

邦聚落等级层次为３，管理等级层次为２，１万—数万人；国家聚落等级层次为４，管理等级层次

为３，１万—１０万人。⑦ 澧阳平原经历了两个酋邦阶段。

１．简单酋邦阶段 （距今约７０００—６３００年）。汤家岗文化时期，该地进入简单酋邦阶段。汤

家岗遗址一些墓葬随葬一种精美的白陶盘或白衣红陶盘，纹饰继承发展了高庙文化 “艺术神器”

那种繁缛的风格，模印、压印、戳印獠牙兽、凤鸟、八角星纹、菱形纹等。经检测，白陶的成

分与高岭土极为相似，但是，该遗址附近并没有发现高岭土矿源。有分析认为其原料需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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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外界有了贸易往来。① 何介钧认为洞庭湖地区是白陶的原产地，其呈辐射状传播北到汉中盆
地，东达杭嘉湖平原，南抵珠江流域。② 先民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汤家岗遗址发掘１００
余座墓葬，墓地已分墓区、墓组、墓列，连同墓地，为四级结构，据此分析，当时既有核心家庭，

也有扩大家庭，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而且北区、南区随葬器物已有明显的等级之分。③

丁家岗遗址面积近１０万平方米，发现汤家岗文化时期设有二层台的高等级墓葬、多座祭坛
及１０多个祭祀坑、陶窑等。④ 城头山遗址则发现汤家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区和水稻田及与之相配
套的灌溉设施，说明当时已有利用和控制农田用水的能力，此地已是一处重要的农耕聚落遗址。

汤家岗聚落与城头山及丁家岗聚落之间至少已存在２个等级层次。其时汤家岗既是一个宗教中
心，又是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汤家岗文化的影响力、分布面积等都符合简单酋邦理论。

２．复杂酋邦阶段 （距今约６３００—５５００年）。大溪文化时期的澧阳平原则已进入复杂酋邦阶
段。王巍指出，聚落形态反映社会结构特点，是了解古代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方法，在文明起
源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⑤ 按统计分析，该时期澧阳平原聚落有了重大变化，已查明
的遗址数量５０处。无论是聚落面积、数量、内部结构，还是聚落的空间分布，都有了重大变
化。⑥ 笔者认为其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１）聚落数量、规模、人口急剧增加。与汤家岗文化相比，聚落数量扩大不止一倍，且出
现分布在澹水、涔水两岸，分别为城头山、麦芽岗、三元宫为中心的聚落带。出现大型聚落，

甚至特大型聚落。人口被看作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柯恩指出，除战争之外，人口
压力或人口密度的增长是代表国家形成特征的一种因素。西方人类学家估算，随着新石器时代
出现的定居和婴儿出生间隔的缩短，人口增长率很快变为以每代翻两番的速率增长。哈桑根据
一些民族学资料提供了一些史前人口统计估算数字，如伊拉克迪亚拉河下游平原６０％的村落平
均人口为１５０人，４０％的村落的平均人口为３００人。⑦ 参照这一数字，以每一聚落平均人口２００
人计算，澧阳平原聚落人口可达２万余人，若考虑到１０多个大型聚落人口数字远不止２００人，

澧阳平原酋邦估计总人口数约３万人。
（２）已有符合克里斯塔勒提出的 “中心位置理论”⑧ 的聚落集群。以城头山古城为中心的聚

落集群，成了澧阳平原区域聚落的中心，与普通聚落相比，地位、等级都较高。其拥有一大批
大型聚落，大坟台、李家台、桥家坝、邹家山、荷花台等聚落面积均超过３万平方米。城头山
古城既是聚落集群，又是澧阳平原区域聚落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城墙、城壕和城内建筑
布局有序，古城初具规模。城址西南部发现大型建筑遗迹，包括大型基槽和柱坑，成片红烧土
堆积，以及作为礼仪性建筑的祭台。还发现３处大溪文化时期的祭坛和大量祭祀坑；环城城壕
和澹水相连，在城壕发现木桨、木艄和带榫眼的可能是船结构的木板及木排的组成部分，显然
这里已成为水上交通枢纽；该期九座陶窑、大量纺轮和植物纤维纺织品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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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制陶、纺织等手工业，这里已是一个手工业中心。从澧阳平原及邻近地区该酋邦领地遗
址分析，酋邦区域内等级分化已非常明显。以城头山为中心的聚落带整体发展水平、等级最高，

以三元宫为中心的聚落带次之，以麦芽岗为中心的聚落带规模最小，等级也最低。至少有总中
心聚落、中心聚落、一般聚落３个等级层次，有总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两个管理层次。

（３）作为聚落集群中心的古城体现了酋邦首领的神权。Ｍ６７８、Ｍ６８０男、女墓主人左手掌
上放置一小陶鼎，其可能为酋长夫妇，鼎寓示其权威。Ｍ６７８墓主左侧有一小孩头骨，在墓坑四
周各有一座空无一物的屈肢葬墓。这四座墓和小孩头骨说明当时已有了人殉人祭现象。在这些
墓葬西北２０米处，发现数十座屈肢葬墓，有些呈被捆绑的姿态，有的身首异处。① 这些人不应
是战俘，否则进不了其公共墓地。其可能为酋长权力处罚的牺牲品，说明澧阳平原酋邦的酋长
可能有了哈维兰所说的 “生杀予夺之权”。② 当时已有一定的权力机制，酋邦首脑行使神权、行
政权。古城的修筑是澧阳平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溪文化一期，这里开始建造城壕
工程，现存Ⅰ期城墙顶宽５．２米、底宽８米、高１．６米。Ｍ７０６为Ⅰ期城墙筑土中的一座葫芦形
土坑墓。墓主为一成年男性，无任何随葬品，似作为城墙奠基的牺牲。③ Ⅰ期城壕东西长３１１
米、南北宽２１１米，周长约为８１９．５４米，城壕横截面积１９．２５平方米。据测算，挖掘整条城壕
的土方数约为１５７７６．１５立方米，按每人平均挖掘１立方米折算，以每天１００人次计，则需要大
约半年时间。④ Ⅱ期城壕修筑更加复杂，并出现了木桩捆扎一体的严密紧凑的芦席护坡设施。

（４）聚落集群社会复杂化程度与普通聚落相比也较高。城头山城址所反映的贫富分化现象
已相当突出，数十座大溪文化二期墓葬中，既有随葬品丰富的墓，又有未见任何随葬品的墓。

如 Ｍ６７８东西向，墓主为身高约１．７５米的成年男性。墓坑长２．５米、宽１．１米。墓坑底分布有
零星朱砂，随葬精美的磨光红陶豆、盘等３０余件器物，有２件玛瑙璜置于颈部。与其并列同时
期的 Ｍ６７９、Ｍ６８０规模略小，其中 Ｍ６８０有磨光红陶豆和盘、玉玦等随葬品近２０件。玛瑙璜、

玉玦和长江下游地区风格相同，⑤ 见证该地和外地的贸易往来。从墓葬等遗迹、遗物分析，核心
家庭、扩大家庭已是这一时期主要家庭形式。

总之，此地大溪文化时期已是早期国家的前身，也出现了诸多早期文明起源的因素。⑥

第四，邦国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 （距今约５５００—４５００年）。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
早、中期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地区。彭头山文化时期，澧阳平原是
稻作农业的区域中心，其中心地位一直延续到大溪文化时期。郭伟民认为大溪文化三期，汉东
地区率先迎来快轮制陶等手工业技术的突破，社会形态也发生变革，出现了油子岭文化。该文
化迅速壮大成为强势文化，并向周边扩散。原先被划分为大溪文化四期、屈家岭文化一期阶段
澧阳平原的聚落结构、器物风格都发生重大变化，应为汉东地区油子岭文化扩张的结果。因此，

他主张将这两个时期划分为油子岭文化。⑦ 城头山遗址油子岭文化墓葬出土２０余件石钺。汉水
中游宜城顾家坡油子岭文化墓地的２３７座墓葬中出土石钺达１７７件之多，这些石钺被认为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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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证据。①

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有着文化的交流互动。是油子岭文化的扩张还是澧阳平原对外文化的
吸收导致澧阳平原器物风格的变化，目前还难下结论。到油子岭、屈家岭文化时期，澧阳平原

已形成邦国。澧阳平原酋邦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和对外战争是邦国产生的动力。当时社会已发生
剧烈变化，聚落形态进一步演变，从 “人神杂糅”到 “绝地天通”，从无序到有礼，社会组织结
构和人地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主要具备了如下一些邦国特征：

１．有了一定规模并有复杂祭祀、礼仪建筑的城市。城头山古城遗址是油子岭—屈家岭文化
前期的邦国之都所在地。古城地处澧阳平原腹地、澧水支流澹水北岸。作为邦国之都，城头山
屈家岭文化古城从大溪文化时期酋邦古城发展而来。到了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约公元前

３２００年前后，城头山聚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Ⅲ期、Ⅳ期城墙的建造和其周边聚落的情况足以
说明问题。也许是古城所处的中心战略地位，抑或是对古城的眷恋，当时没有另建新城而是在
原有古城的基础上扩建城池。Ⅲ期城墙即垒筑在Ⅱ期城墙之上，时间约相当于油子岭文化二期。

Ⅲ期城墙的外侧不久又在屈家岭文化一期加宽，形成第Ⅳ期城墙，此期城址直径已达到３１５—

３２５米，连城垣面积约８万平方米。有四个城门，其中北门为水门，通过水门、护城河及其和澹

水之间的人工开凿水道可直通澹水、澧水。古城通过陆路或水路和澧阳平原其他聚落四通八达。

尽管古城面积不算很大，但功能齐全。Ⅲ、Ⅳ期城墙远比Ⅰ、Ⅱ期城墙高大，整体宽度在２０米
以上，高度达２—４米。墙体之外是宽达４０—５０米、深２米的护城河。城内居住区、手工业区、

公共墓地布局有序。除去城垣、手工业区、公共建筑、墓地等，若按居住区面积５００００平方米、

人均面积１０平方米计算 （除少数贵族特权阶层，平民、手工业者、商贾应占人员多数，其住房
面积不大），估计城内人口约５０００人。

祭祀已是较高等级、较大规模的行为。一处敷垫烧成砖的建筑，建筑平面上排列有正殿
（ＳＢＩ）、前殿 （Ｆ２３）和侧殿 （Ｆ５７），而另一处接近正方形的居址Ｆ８７，绕有列柱回廊。宫本长
二郎认为前者具有祭祀祖先、举行仪式的宗庙神殿性质，后者是首领举行仪式的祭政殿。安田

喜宪则认为 “在城头山，既发现了祭祀场神殿 （神殿），又发现了祭政殿 （王宫）。这样，加之
祭坛的发现，王宫、神殿、祭坛，这都市文明的三要素都已齐全。可以断言，城头山遗址是长

江文明最早的都市”。② 鸡叫城遗址③位于澧阳平原东北部，澧水支流涔水南岸，西南距城头山
遗址１６公里。此处油子岭文化时期即出现聚落，屈家岭文化一期开始筑城，当初不排除为阻挡
来自东北部的侵扰，为拱卫城头山古城在此筑城以起防御作用的可能性；屈家岭文化中晚期，

随着城头山邦国势力的东扩，政治格局的变化，迁都至此。鸡叫城遗址逐步取代城头山古城的
地位。

２．有一定疆域和人口。尽管当时领土观念可能还不是很强，且因战争或部落内部分化不断

变化，但作为邦国有一定的疆域。根据同时期、同文化因素的遗址分析，该邦国范围主体为澧
阳平原，包括其东南部洞庭湖平原和东北部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地区，其面积可能达到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平方公里，到中晚期则可能达到１００００多平方公里。仅澧阳平原油子岭—屈家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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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第１３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鸡叫城古城试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期性质相近的遗址就有约６３处。① 人口比大溪文化酋邦更多，按前述方法估算，总人口可能已
达４万多。

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该邦国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中心
城池、次中心城池或环壕聚落、中型聚落、小型聚落４个聚落等级层次，３个管理等级。城头山
是澧阳平原邦国的中心城池；鸡叫城开始成为次中心城池，也是城头山聚落控制下的一个次中
心聚落。其次是聚落内部等级分化。通过聚落形态分析，聚落等级分化相当显著。划城岗遗址
中一期遗存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 （油子岭文化）。② 其中的９１座墓葬引起考古学界关注。吴汝祚
根据各组随葬品情况推定了埋葬者的贫富和身份，认为已经产生不平等社会。赵辉则认为墓地
反映南区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于北区墓主人，同一区的南区也出现分化。③ 城头山遗址屈家岭一期
墓葬随葬陶器中的鼎、簋、壶组合较为常见，④ 礼制化趋向明显，在数量上有等级之分。郭伟民
认为城头山社会此时是一种金字塔形等级，占有大量财富的人只是少数，而大多数是处在金字
塔底层的贫民。⑤ 这既说明中心聚落等级的分化，也说明不同等级聚落的贫富差别。据何驽研
究，屈家岭文化时期，夫权和父权确立，男女之间出现政治权利不平等现象。⑥

４．强制权力产生。何介钧认为当时的划城岗 “具有了强制性的权力”。⑦ 日本学者计算过建
造城头山Ⅲ、Ⅳ期城墙的规模和用工量，需要劳动力约为４７万人次，按每天２００个成人劳动计
算，需要６至７年时间。⑧ 城墙被视为检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尺度。夯土城墙、城垣大型中心建
筑是复杂的工程，既需要较为成熟的行政组织来组织大批人员，也需要有剩余粮食以供这些人
员消费。说明在当时有了资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组织的复杂化等国家机构得以运作
的必要条件，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作保障和进行运营，当时已
有国家力量驱使城头山周边聚落来完成该城的建设。服劳役筑城可能是邦国内居民尽义务的主
要方式之一。

城址较澧阳平原大部分地区要高数米到十来米，地势低的周邻同时期遗址中未发现城墙设
施。１９９８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对这里及周边农田未造成显著影响。日本学者从微地形环境角
度分析研究认为，当时这里没有受到洪水影响。城墙、城壕环绕整个聚落，可以起到有效的防
御作用。古城功能主要不是防水而是防御，“是防御外部敌对社会集团的掠夺和侵略，保护本社
会集团成员的利益和财富，是为了守土安民”。⑨ 李禹阶认为中国早期的氏族、部落在生态环境
和部族战争等生存压力下，在生产力低下，私有制还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在血缘氏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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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吴汝祚：《划城岗遗址中一期墓地剖析》，《江汉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１期；赵辉：《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
墓地研究》，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５４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５１６—６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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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第３９７页。

高桥学等：《长江中游澧阳平原的微地形环境与土地开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
究中心编：《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第１８—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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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游澧阳平原的微地形环境与土地开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编：《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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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产生出早期的阶级和国家。① 澧阳平原邦国的产生适合于这种情况。

作为一个原生型国家，澧阳平原邦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
使剩余增多，另一方面也使分工和分化了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专门履行公共职能、

维护共同利益的阶层的出现，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必需。战争是其产生的催化剂。澧阳平原邦
国具有早期国家特征，是 “早熟的文明”。

从考古资料看，中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年代、规模、持续时间不一，其中不
乏早期国家时期第一阶段的邦国之都。这些古城遗址由早到晚形状由圆到方，规模由小到大，

并呈由西向东的发展方向。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１７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见表：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一览表

名　称 时　代 形　状
面积

（平方米）
地理位置

城头山
大溪文化一期—油子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椭圆形—圆形 约８万 湖南澧县车溪乡

鸡叫城 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石家河文化 近方形 １５万 湖南澧县涔南乡

鸡鸣城 屈家岭文化 不规则椭圆形 １５万 湖北公安县三洲乡

青河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 近圆角梯方形 ６万 湖北公安县甘厂镇

走马岭 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期 不规则椭圆形 ７．８万 湖北石首市焦山河乡

阴湘城 屈家岭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早期 圆角方形 ２０万 湖北荆州市马山镇

城河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 不规则椭圆形 约７０万 湖北荆门市后港镇

马家垸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 近方形 ２４万 湖北荆门市五里镇

龙嘴 油子岭文化早期二段—屈家岭文化 近圆形 ８．２万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镇

石家河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 近方形 １２０万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镇

笑城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 曲尺形 ９．８万 湖北天门市皂市镇

陶家湖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中期 椭圆形 ６７万 湖北应城市汤池镇

门板湾 屈家岭文化晚期 长方形 ２０万 湖北应城市城北

叶家庙 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中期 近正方形 ３０．８万 湖北孝感市朋兴乡

张西湾 石家河文化早、中期 近圆形 ９．８万 湖北武汉市祁家湾镇

王古溜 屈家岭文化 近方形 不详 湖北安陆市烟店镇

土城 石家河文化 近方形 约１０万 湖北大悟县三里镇

　　　　资料来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５期；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

《古代文明》第４卷，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９７—４１１页；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

报》，《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５期；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 《江汉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２

期；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７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门市龙嘴

遗址２００５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童恩正主编：《南方民

族考古》第５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３—２９４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笑城城址

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李桃元、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调查》，《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应城门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 《１９９９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刘辉： 《江汉平原东北发现两座新石器时代城址》， 《江汉考古》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２００６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古遗址探

掘简报》，《江汉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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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禹阶：《史前战争与华夏早期文明的内聚式发展道路》，“推陈与开新：跨学科视野下的文明和国家研
究”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２０１１年６月，第１０１页。



目前已知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天门市龙嘴城、公安县
鸡鸣城城址、石首市走马岭等和澧县城头山屈家岭城址时代大致相当或接近。龙嘴古城则为目
前所见江汉地区最早的古城，其形状、规模类似城头山古城；其可能受到城头山古城的影响且
因战争而修筑。这些城址基本处在江河或湖滨地区台地上，有城壕、城墙，形状以圆形为主，

面积８万—２４万平方米，距离３０—５０公里。从其周边遗址文化因素分析，应是有一定疆域的邦
国之都。城头山邦国的产生对其周围地区进入邦国阶段无疑有重要影响。

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时期、巢湖地区在凌家滩文化时期也可能产生邦国。苏秉
琦曾指出：“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
响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在此期间内，我国民族文化关系上发生的一个大变化……以东南
方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① 张绪球也指出：“从仰韶文化晚期以后，黄
河流域文化的统一性不断削弱。相反，长江流域从大溪文化第四期 （即油子岭文化）起，文化
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却在不断向周围特别是向北方扩大……至屈家岭文化时，长江中游的文化势
力达到了鼎盛时期。……由此可见，屈家岭文化率先建立第一批古城，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
的。”② 据杨育彬、袁广阔统计，２０世纪河南省境内即发现近２０处屈家岭—石家河早期文化遗
存，③ 也说明这两阶段文化北上的趋势。黄河流域的古城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者目前只发
现一处，即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其近圆形，面积３．１万平方米。李鑫认为其兴起与塞维斯的酋
邦兴起模式极为接近。④ 说明黄河流域酋邦、邦国和古城的起源比长江流域相对而晚。西山古城
的修筑是否也受到长江中游地区古城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三、方国：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方国”概念，则有 “部落方国”和 “方国文明”之说。石兴邦较早提出 “部落方国”概念，

并将其作为指称龙山时代社会发展状态的一个术语，指出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点是部落方国林立，形
成许多准国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国。⑤ 佟柱臣提出的 “方国文明”概念是相对于夏商 “王国文明”

而言的。⑥ 后来有学者认为 “方国文明”是夏以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形态，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
阶段。⑦ 而苏秉琦运用的 “方国”概念，则主要是指夏商周时期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⑧

张忠培认为古代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是 “国联”组织时期，第三、四阶段是王朝时期，第
五阶段是帝国时期。⑨ 王震中提出鉴于尧、舜、禹各自的政治实体都是邦国，应当称为 “邦国联
盟”或 “族邦联盟”。尧、舜、禹首先是本邦的邦君，又都曾担任过邦国联盟的 “盟主”。夏商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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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王朝之王的 “天下共主”地位，就是由尧舜禹时期邦国 “盟主”或 “霸主”转化而来的。①

笔者认为，张先生所说的 “国联”组织及王先生所谓的 “邦国联盟”即为方国。作为邦国
联盟的方国，时间大致为前２５００—前２０００年，是一个大邦国与其他众邦国的统一体，是早期国
家的进一步发展，属于典型的早期国家。方国孕育于邦国阶段晚期，与邦国的本质不同在于，

方国是邦国的联盟体，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 （宗主国）联合周边的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
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方国联盟中的邦国大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国体，作为方国之都的城
市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一百多万平方米以上。方国之都的周边地区是其核心统治地区。方国比邦
国疆域更大，已是一个地区性的区域国家。有必要强调的是，笔者提出的方国概念不同于苏先
生视夏、商、周为方国的概念，也不同于时贤以邦国代替方国并概指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观点，

否则我们就无法诠释石家河古国、良渚古国、陶寺古国这类 “超级大国”的属性。
“方”在甲骨卜辞中有 “多方”之称，金文沿用则有 “井方”、 “蛮方”之称。在传世文献

中，《周易》有 “高宗伐鬼方”的记载。 《诗经·大雅·大明》： “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其所谓
“方”即 “方国”。而 《尚书·汤诰》：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这里的 “万方”如 “万
邦”，应是概指。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以后就成为王国；同样，周灭商之前是方
国，灭商后成为王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实力较强的方国。

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进入邦国阶段以后，还有酋邦、部落共存；进入方国阶段后，仍存
在一些独立的邦国及一些酋邦和部落。进入王国阶段后，还存在一些邦国、方国乃至酋邦、部
落。直到西周，文献称那时的小邦有成千上万之多，如 《尚书·洛诰》： “曰其自时中乂，万
邦咸休。”这些邦的性质仍基本与夏代以前的邦相似。进入王国阶段后，尽管除作为方国联盟
的王国之外，也还存在着一些相对独立的方国、邦国乃至酋邦和部落，但当时已属于王权统
治下的 “家天下”时期。

澧阳平原邦国，到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势力向东进一步发展，邦都也迁到鸡叫城古城。鸡
叫城已是近方形的城址，面积比城头山古城大，结构更为合理。邦国进一步整合、演进，兼并
周边地区，疆域更广，邦都更大。到屈家岭文化晚期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已形成以石家河古城
为邦都的汉水以东、澴水以西地区，以城河古城为邦都的汉水以西、长江以东地区，以鸡叫
城为中心的长江以西的澧阳平原和邻近地区，以澴水以东叶家庙古城为中心的地区这样四个
隔河而治的主要邦国。石家河邦国实力最强，处于领先地位，屈家岭文化晚期已开始向方国迈
进，到石家河文化早期，长江中游地区其他三个主要邦国被石家河邦国进一步整合，诞生了三
苗方国。

石家河古城存在年代约为前２６００—前２０００年。由谭家岭、邓家湾、三房湾等数十处遗址构
成。城内有着巨大的宫殿或宗庙等特殊用途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城内居民据估算为２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０人。② 城内外都存在早于城址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它从中心聚落发展为聚落群权力的演化
历程，说明古城是在聚落群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除原来邦国的四级聚落外，进而形成以石家
河古城为顶端的金字塔形五级聚落等级。石家河古城进一步确定中心地位，是典型的方国之都。

大型宫殿区、宗教活动区和大量宗教礼仪区和宗教礼仪陶器的生产等，也说明已是一个方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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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而不是一个蕞尔小国的邦国之都。

１９２７年，蒙文通考察中国上古民族及文化，得出 “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结论。他还以

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 “江汉民族”、“河洛民族”、 “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 “炎帝”、 “黄帝”、

“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分称三系为 “炎族”、“黄族”、“泰族”，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

居东方滨海地区 （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① 徐旭生则从古代文献

和考古发掘两方面入手，并结合相关民间传说，力图考证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

包括当时的部落分布、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系统论证古代部族的三大集团
———华夏集团、苗蛮集团、东夷集团，认为苗蛮集团的中心在今日的湖北、湖南两省。②

已有学者论证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苗蛮文化。③ 根据考古发掘可知，石家河方国范围包括

湖北、豫西南、湘北、湘中等地区，相当于三苗地区。《尚书·吕刑》中有对三苗滥施刑法的记

载，尽管它可能是中原方国为征伐三苗的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也间接说明三苗已有刑法。徐

旭生引 《说文》 “灵，巫也”的说法，将 “苗民弗用灵”释为三苗不肯遵守华夏族的宗教 （巫

教）习俗。④ 说明中原方国力图使三苗方国遵守中原的宗教习俗，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令其和中原

方国保持一致，使其处于从属地位。此时应已到方国的晚期阶段———准王国阶段。

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古代气候温暖适宜农业生产，水网纵横便于交通运输，分布着发达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太湖为中心的杭嘉湖平原是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心。莫角山古城面积达２９０
万平方米；其周边方圆约５０平方公里范围内已发现１００余处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和墓地，其中包

括多座大型祭坛和贵族墓地，该古城是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心，周围的聚落、祭坛、墓地等遗址

组合成众星拱月的局面。⑤

地处四川盆地的新津宝墩文化古城和海岱地区滨海的日照尧王城，则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

所在地区的方国之都。⑥ 而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

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⑦ 此时的红山

文化也可能进入方国阶段。

龙山文化晚期，石家河方国、良渚方国衰落，原因除战争说，方家提出神权与王权说、气

候或洪水说、粮食作物单一说等。⑧ 笔者认为战争是其直接原因。为了满足土地资源、劳动力和

财富等需求，中原地区一些实力较强的邦国先是 “逐鹿中原”成为中原方国首领，再 “征服天

下”，成为 “天下共主”。

先秦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载。⑨ 在中原华夏集团强大的军事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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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之下，三苗文化迅速衰落，考古发掘材料基本可以印证文献所载。新石器时代北方、南方
地区在历史上有过文化的交流互动，更有腥风血雨的战争。如蒙文通论及炎帝族为南方江汉间
部族，炎族曾北上与黄帝族大战，战败后 “熊湘江汉之南犹为炎族割据”。① 禹征三苗为尧、舜
以来 “华夏”与 “苗蛮”两大集团之间战争的继续。② 三苗也曾北上中原争雄，但因深层次的社
会、自然原因，而最终被灭国。三苗方国、良渚方国最终未能跨入王国文明的门槛，但其文明
的成就汇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之中。

《史记·五帝本纪》应有其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成分，尽管关于五帝时代的时间时贤有不同
说法，新石器时代末期即为五帝时代晚期这点可能没有异议。此阶段即为方国阶段，在此阶段
后期开始向王国过渡，进入准王国阶段。

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陶寺古城早期城址距今约４３００年，南北长约１０００米、东西宽约５６０
米，面积约５６万平方米，已是一座功能比较完备的方国之都。城南为公共墓地，已发掘１０００多
座墓葬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墓有随葬品。其中９座大型墓，不仅墓穴大，还随葬有象征权力的
钺和斧之类的玉石兵器、１．５米高的陶鼓、１米左右的鼍鼓和大石磬，而且都随葬有直径达５０—

６０厘米左右的彩绘龙纹陶盘。③ 这些随葬品显然是墓主人作为方国之君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尚
书·尧典》记载帝尧以德治协和天下万邦，可佐证至迟在帝尧时期产生邦国联盟性质的方国。

陶寺中期城址距今约４１００年，面积达２８０万平方米。其中有一座大型建筑基址面积达１万
平方米。从陶寺遗址中期大城相对独立的宫殿区分析判断，双城制已具雏形。在陶寺文化中期
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中，出土一件青铜容器口沿的残片。在高等级建筑以南发现每个直径达

１０米多的类似 “府库”的储藏用的窖穴群。还有被城墙围合、由大墓与祭祀遗迹组成的类似后
世的 “王陵寝庙”区。有一座大墓长５米、宽３．６米，随葬６件装有漆木柄的跟礼仪有关的玉石
钺，说明墓主人地位的显赫，极有可能为准王国之君。在墓穴的附近，有总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的
集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的礼仪建筑遗址———观象台，考古学者通过近一年的模拟实验，

已准确观察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其所体现的天文历法内涵与 《尚书·尧典》所载 “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大体一致。而陶寺中期大城的王墓ⅡＭ２２墓室东南角竖立一根漆杆，

通过研究和实验证明为测日影立中的圭尺，也说明政权的更迭以授收圭尺 “中”为象征。④ 有学
者认为陶寺遗址出土朱书陶扁壶上的文字为 “文尧”二字，并认为其为 “尧都平阳”。⑤ 尽管对
于这两个文字还有不同看法，但考古学界基本认为其为尧舜时期的都邑。显然，陶寺中期古城
已是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准王国时期的都城，为早期国家的晚期即向成熟国家过渡期的国都。

说明以此为都的尧舜之国为早期国家的晚期阶段，距成熟国家已经不远。“官天下”、“家天下”，

禅让、世袭，是过渡王国区别于典型王国的标志。

王国是方国的进一步发展，到夏代进入方国联盟的王国阶段。最初的王国夏王朝相当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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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盟，也就是一个实力强大的方国联盟几个方国或使一些方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有关
禹画九州、禹迹，史籍及金文中记载颇多。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出土一些先秦文献也有相关记
载，如上博简战国楚竹书 《容成氏》曰：“禹亲执枌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
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汤，东注
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
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
州始可处也。”② 佐证了 《禹贡》九州有关记载。邵望平运用文化区系理论对 《禹贡》九州进行
探索，认为自龙山文化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区系是九州划分的自然依据，九州是龙山时代中华
核心区域的地理文化大框架。③ 笔者认为 《禹贡》九州大致相当于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所
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九个方国，是夏王朝九个联盟国。

总之，从部落到酋邦，再从酋邦到初始的早期国家———邦国，再到典型的早期国家———方
国，而后到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方国晚期的准王国阶段，之后步入成熟国家的王国阶段，

这是早期国家的中国模式。所谓 “多元一体”，“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则为王国
文明的一体。黄河中游地区邦国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邦国，并逐步发
展到方国。尽管中原地区邦国起源、形成晚于长江中游地区，但后来居上，经历了酋邦形态—

邦国形态—方国形态—王国形态—帝国形态这样典型、完整的国家形态演进阶段。中原地区汇
聚四方，逐步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公元前２１世纪禹建立夏，标志着王国的产生。到秦代则发
展为帝国文明。西方人类学理论与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研究，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早期国
家研究是一个牵涉多学科的系统工程。我们应当进一步坚持并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同时借鉴吸收国内外近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积极成果，严谨对待文献资料，科学审视考古材料，

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得出更加贴近实际的结论。

附识：承蒙三位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袁建平，湖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长沙　４１０００５〕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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